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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认知视角下的翻译过程研究 *

香港理工大学 马星城

提要：近几十年来依托认知科学理论与实验范式的翻译过程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

也面临生态效度不高、脱离语境等问题。针对这一现象，一些学者呼吁，不应只关注翻译

中的心理认知机制，而应加强对翻译情境性的研究，将翻译作为一项社会交际活动，尽可

能在真实的情境下考察翻译过程中所有可能涉及的活动和主体。本文强调了翻译认知的

情境性，呼吁深化对认知活动多维度属性的认识，介绍了情境认知视角下翻译过程研究的

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情境认知为翻译过程研究开辟了全新视角，有助于增加研究的生

态效度，扩大研究范围，提高翻译的学科地位和跨学科研究中的主体性。但研究者需谨慎

看待情境认知研究的局限性，包括研究效度不足，理论基础薄弱等。在未来，情境认知视

角和认知科学范式下的翻译过程研究将互为补充，从不同层面揭示翻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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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上世纪 80 年代起，翻译研究的重点呈现出从产品分析转向过程描述的

趋势：研究者借助认知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对翻译过程进行实证研究，探索译者

的认知思维过程。以认知科学实验范式为依托，强调假设检验与变量操控已成

为目前翻译过程研究的主要模式（Risku 2014）。但该模式也面临着诸多质疑，

包括生态效度不足和忽视真实翻译过程中的社会文化背景等（Timarova 2010； 
Muñoz  Martín 2016， 2017）。 

翻译过程常被理解为翻译中的思维活动，但翻译过程所涵盖的领域实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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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广泛 （Chesterman 2009： 16-18； Saldanha & O’Brien 2014）。Muñoz Martín
（2011）认为，翻译过程应包括三种层面：第一层面主要指翻译中的思维状态和

认知操作，即最基础的翻译过程；第二层面包括翻译认知操作中的子任务，比如

源语阅读和键盘输入；第三层面强调翻译过程的情境性（situatedness），这一层

面的研究对象应囊括译者从接手翻译任务到提交最终产品之间的一切活动和行

为主体 （Hansen 2003）。但目前，大多数翻译过程研究都只停留在对认知思维层

面的考察（Chesterman 2013）， 缺乏对翻译过程中社会情境因素的关注。为此，

本文在介绍情境认知理念的基础上，提出应从情境认知的视角开展翻译过程研

究，论述其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并指出其对翻译过程研究的影响。

2. 情境认知：认知的具境、具身和延伸

信息加工范式（information processing paradigm）是认知科学特别是认知心理

学的经典范式之一。该范式以认知过程模型的发展和实验设计为依托，致力于探

索大脑在认知活动中的加工机制（Muñoz Martín 2010；Timarova 2010）。这一范

式对如何解读翻译过程的关键因素，即翻译认知，有着深远影响。近年来，翻译研

究和认知科学的结合不断加深，不少研究者指出，翻译研究的注意力应放在对翻

译过程的客观描述上，对译者的脑部活动进行认知研究（Lörscher 2005）。因此，

主流模式下的翻译过程研究普遍将翻译过程视作译者的思维心理过程、决策过

程或脑部神经机制的运作过程，借用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的数据收集工具，严格控

制变量，对翻译认知过程进行描述（Jääskeläinen 2016）。这种范式的研究通常以

微观层面上的特定对象为切入点，如译者的注意力、记忆、感知以及翻译的加工策

略和加工单位（Harnish & Cummins 2002：5）。这类研究在翻译过程研究的早期

阶段促进了研究的科学化规范化，但就对认知的理解而言，则过于简单化绝对化。

事实上，翻译中的“大脑”并不能脱离外部环境独立完成翻译任务，研究者需重新

审视思维与认知的关系，大脑活动只是认知活动的一部分，在真实的翻译场景中，

影响翻译认知的显然还包括其他因素。

认知不单是大脑对信息的加工处理，也包括身体、大脑和环境在特定情境下

的互动过程。因此，翻译认知研究不应仅局限于对脑部活动或思维过程的探索，

而应将包括身体、个人经历和外部环境在内的多重因素纳入考察范围（Risku 
2010：95）。Robbins & Aydede（2009： 3）总结了认知活动的三大特点， 即具

境性（embeddness）、具身性（embodiment）和延伸性（extension）：认知无法脱

离个体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 依赖于认知主体的大脑和身体，认知活动并不

局限于个体。这些特质共同构成了认知活动的情境性，又称情境认知（situated 
cognition）（Lave 1988），该理念为重新定位翻译过程研究提供了理论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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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认知具有具境性，个体的认知与外部环境密不可分。个体所处的环境

无时无刻不在塑造着其认知活动，虽然大多时候个体的行为与社会组织的互动

和反应是无意识的（Halverson 2014），但社会背景对认知的潜移默化却真实存

在。Halverson （2014）借用社会学理论中的“惯习”（habitus）概念，强调了社会

背景与个体认知之间的关联：惯习即个体在社会化过程中获得的行为倾向和思

维习惯，反映了个人主体性和社会客观性相互渗透的现实（Bourdieu 1977）。思

维和行为虽以个体认知为基础，但仍植根于社会环境并受其制约（Sela-Sheffy 
2005； Muñoz Martín 2017）。

其次，认知具有具身性，认知活动是身心共同作用的结果。具身认知打破了

传统的身心二元对立观。随着认知学科自身的完善，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

身体在认知主体解读世界以及世界如何构造知识体系的过程中有着关键作用

（Lakoff & Johnson 1999）。人类身体和感觉器官有别于电脑的最大特征在于：

“它们不仅接受信息，也过滤和组织信息”（Risku 2010： 98）。研究显示，身体在

社会交际中扮演着重要作用：身体状态、面部表情、肢体动作和情绪等都可以传

递一定信息（Barsalou et al. 2003）。具身认知不仅关注大脑内部的思维活动，也

关注译者的身体状况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

最 后，认 知 具 有 延 伸 性，立 足 但 又 不 局 限 于 单 个 认 知 主 体。Risku & 
Windhager （2013） 引用行为者网络理论，强调了翻译认知过程参与者的多元性。

上世纪 80 年代，Latour （1996）提出行为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

简称 ANT），其核心观点是，行为者（actor）不仅包括个人，也包括非人主体，比

如社会生活中广泛使用的工具，它们共同构建了一个社会技术网络。从翻译

角度看，ANT 突出了行为者在翻译过程中的多样性，既兼顾了翻译工具、翻译

技术等非人主体的作用，又避免了技术绝对论的极端（Buzelin & Baraldi 2016：

121），因此被逐步引入翻译研究，以考察翻译活动中各种行为者的相互作用和影

响。ANT 角度下的翻译过程显然是广义的，翻译过程研究不仅要考察作为行为

主体的译者，也应考察所有其他参与翻译过程的行为者，包括合作译者、客户，以

及现代翻译行业中不可或缺的网络搜索工具、翻译记忆系统和文本处理工具等

（Risku & Windhager 2013： 35）。

3. 情境认知视角下的翻译过程研究

3.1 翻译过程情境认知研究的主要内容

情境认知导向下的翻译过程研究强调翻译认知对情境的依赖性，将认知视

作思维活动和个体经历、外部环境和其他个体等相互作用的过程（Risku 2010，

2014）。本部分将从译者的工作环境、翻译技术和情绪体验几方面介绍翻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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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的情境化趋势，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和后续研究涉及的领域包括但不局限

于这几方面。

3.1.1 真实工作环境下的翻译过程

翻译过程不仅受大脑思维的制约，也会受工作环境的影响。Ehrensberger-
Dow & Heeb （2016） 关注了技术时代下工作环境，包括各类软硬件设备对翻译

过程的影响。作者引入工效学（ergonomics）概念，从硬件工效（如桌椅、键盘等

的设计是否便利舒适）、认知工效（如翻译技术工具的使用）和组织工效（如机

构环境和政策）三方面解读了职业翻译与工效学的关系，并探讨了如何优化工

作环境中的不利因素，以提高翻译效率和质量。此外，他们还汇报了一项针对译

者工作环境的调查，研究者通过屏幕和视频记录、访谈、工效评测考察了职业译

员的工作环境，探讨了办公环境、工作流程和技术工具使用对翻译过程的影响。

Risku （2014） 介绍了一项针对真实翻译流程的研究，通过访谈、实地观察和视频

记录等方法对一名译员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考察，详尽还原了译者的工作场所，包

括工作桌面的布局、翻译过程中使用的辅助工具或资源。

3.1.2 翻译技术工具对翻译过程的影响

翻译产业正进入技术化时代，翻译记忆软件、基于数据库和深度学习的机器

翻译、协作式翻译项目管理体系已经被频繁运用于翻译实践，一定程度上改变

着翻译过程中的认知模式（Pym 2011）。以翻译记忆工具为例，其初衷是降低译

员在大批量翻译任务中的认知负担（Muñoz Martín 2014），减少译员的重复性劳

动，提高术语翻译的一致性。然而，一些研究显示，以句子为单位对原文进行切

分的翻译记忆工具打破了线性阅读模式，可能会导致译员的加工局限于单句层

面而非篇章层面，这反而会影响目标语产出的连贯性，增大译后修订的认知投入

（如 Pym 2010： 127； Ehrensberger-Dow & Massey 2014）。此外，翻译记忆软件改

变了传统翻译的理解 - 转换 - 产出模式：译员的加工对象从源语和目标语变成

了源语、目标语和系统自动生成的参考译文（这意味着翻译过程中会出现新的

子任务，包括跨语言评估、可接受度判定以及可能的译后编辑，译员需要判断系

统提供的译文是否准确，是否需要修改或完全替换（Mellinger & Shreve 2016）。

由此可见，翻译技术工具的使用增加了翻译过程中的变量，改变了翻译认知过

程，而这些变化将成为翻译过程研究的新领域。一些学者开始尝试探索职业

环境下人机互动（mind-computer interaction）对翻译过程的影响。Mellinger & 
Shreve（2016）将研究视角转向译者同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的互动关系。研究

发现，虽然系统提供的译文质量达标，但仍与译员理想中的版本有所差距，这一

差距导致了译员对自动生成译文的过度编辑，可见翻译辅助技术并不总是能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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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译者的认知投入。Carl et al.（2015）使用眼动技术考察了译员在人工翻译、

双语译后编辑和单语译后编辑（即在没有源语文本的情况下直接对机器翻译译

文进行编辑）不同任务模式下的加工效率和认知过程，并比较受试的翻译策略

和译后编辑策略，研究发现，机器翻译在效率上明显优于人工翻译。然而，技术

手段在促进翻译效率和降低译者负担上的优势仍存在争议。

除了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之外，语音识别（speech recognition，简称 SR）在

翻译中的应用价值也开始获得关注。通过语音识别软件，译者可以口头输出译

文，节约任务时间并提高翻译效率。Mees et al. （2015）比较了受试在笔译、视

译、语音识别辅助翻译三种模式下的任务时间和翻译质量，提出 SR 有望成为笔

译工作的有效辅助工具甚至替代传统的笔译工作模式。

3.1.3 译者情绪与翻译过程

译员情绪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一直是相关研究忽略的领域。但从具身认知

来看，译者的情绪体验或多或少会影响翻译过程和产出。译员是能思考、体验

和感同身受的鲜活个体，会对外界压力与任务相关的其他情绪有所反应（Tryuk 
2015： 25）。 翻译中的认知操作不只与认知技能有关，也可能受到主观情绪的影

响。后续研究应证了这一推断。Lehr（2013）考察了翻译过程中情绪对译员翻

译表现的影响，发现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会激发不同的翻译加工风格。在真实

翻译中，情绪体验可能会和性格特征共同影响翻译过程。Lopez & Caro （2016） 
探索了翻译评估中积极反馈（positive feedback）和消极反馈（negative feedback）

诱发的情绪（积极情绪 / 消极情绪）对翻译表现的影响，结果表明，积极情绪能

显著提高译作的创造性，消极情绪能提高译作在部分指标上的准确性；此外，心

理素质较好的受试能更好地控制负面情绪的影响，他们在消极反馈作用下的表

现要优于同等条件下的其他受试。

情绪对翻译行为和产出的作用一直是翻译过程研究中的边缘部分，这可能

是由于情绪和心理状况等属主观感受，难以在实验范式研究中被精准量化。但

随着情境认知、具身认知等概念的引入，关注译者的心理状况以及其对翻译过程

与产出的影响将成为翻译过程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职业译者的工作环境并

非与世隔绝，其译作必将受到来自雇主、出版商、客户等多方面的反馈，包括产品

需求、修改建议和质量评价等，它们会如何塑造译者的情绪体验进而影响其翻译

行为和输出，而情绪体验与翻译认知的关系是否会受到翻译任务类型或任务难

度的影响，这些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

3.2 情境认知下的翻译过程研究方法

翻译过程研究的研究方法主要来自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和认知神经科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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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卢卫中、王福祥 2013），这些学科的经典模型、范式和常用数据收集工具促

进了翻译过程研究从主观的思辨式推测转向真实的实验数据和定量分析。一般

来说，翻译过程研究主要依托量化研究范式，遵循的是变量定义 - 提出假设 - 变

量操控与实验 - 数据分析 - 验证假设模式。近年来，为了提高研究的生态效度，

加强数据的交叉互证（data triangulation），质性研究方法，例如访谈法和观察法

等，也逐步被翻译过程研究采用。强调翻译过程研究中的情境因素并不会从根

本上改变现有的翻译过程研究方法。事实上，混合研究方法，即同时采用量化和

质性研究范式或同时从量化和质性的角度分析同一类数据已被逐步采用。但就

目前大多数翻译过程研究而言，量化范式的地位要高于质性范式：研究者大多会

同时收集这两类数据，但在结论推导中往往会优先考虑量化数据，质性数据仅为

辅助或补充。

情境认知对翻译过程研究方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加大了质性研究范式在

揭示翻译过程中的比重。质性研究方法可有效弥补传统定量分析与真实翻译情

境脱节的局限，兼顾翻译活动与社会文化背景间的关联。因此，这类基于语境的

研究方法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作用逐步凸显。其中的常用方法之一是通过案例

研究，以观察者的身份忠实记录分析研究对象在真实工作环境中的翻译行为，在

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将尽可能避免对环境的介入。Risku et al. （2016） 对一名自

由译员进行了实地考察和访谈，记述了译员在两天内的所有翻译过程，包括工

作流程、工作策略和工作环境。此外，民族志研究法（ethnography）将在翻译的

情境认知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民族志研究法是对特定文化和族群的整体研究

方法，强调对特定文化环境中人类行为的直接观察（Saldanha & O’Brien 2014）。

该研究法鼓励研究者长期参与研究对象的日常活动，以沉浸式的方法获得最真

实的数据。民族志研究通常包括方法论上的交叉互证：研究者通过观察法、访

谈法和文献分析法等不同方法收集数据，保障研究结果的可靠性（Risku 2014）。

Risku（2014）介绍了一项基于民族志研究法的研究项目，该项目着眼于真实环

境下的翻译活动，从认知、行为、社会网络、工具和环境几方面考察翻译机构环境

中的翻译管理和团队合作，试图从客户和职业译员的不同角度重构翻译过程。

4. 情境认知对翻译过程研究的影响：意义与局限

情境认知对翻译过程研究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最重要的莫过于充实了翻译

过程的内涵，特别是对翻译认知活动的理解，进而拓宽了研究视角。情境认知促

使翻译过程的研究重点从思维心理活动转向了翻译中的社会交际因素：曾经难

以被传统实验范式所兼容的翻译行业新动态将进入研究视野：信息化数据化时

代，翻译的工作环境、流程和质量管理体系日趋复杂，翻译过程不再仅是单个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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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从原文向译文的语言转换过程，而是在现代技术和网络资源支持下的团队协

作过程（Jääskeläinen 2016）。以翻译中的技术工具为例，2016 年《中国语言服

务业行业发展报告》的一项调查显示，非文学翻译市场中，有 59.3% 的从业者会

使用网络资源辅助翻译，52% 的从业者使用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另有相当比

例的从业人员会使用术语管理工具等其他技术支持。此外，译者本身的角色也

在发生转变：不少实用文本的翻译实质上已成为一种技术写作或技术传播过程，

以准确、高效、用户友好的形式向目标受众传递特定信息。Risku（2004）曾指出，

职业翻译向技术传播岗位过渡或许将成为一种趋势，但这对译者的能力无疑提

出了更高要求，译员不仅需具备良好的双语技能，还需有对目标情境、目标受众、

源材料等的分析能力、自我管理和项目管理能力等。如后续的翻译过程研究能

对这些现象予以关注，把研究兴趣和行业动态、翻译从业者和雇主的兴趣点结合

（Ehrensberger-Dow & Heeb 2016），或许可缩小业界与学界之间的信息鸿沟。

其次，情境认知冲击了“主流”模式的翻译过程研究，有效提高了研究的生

态效度。认知科学范式下的翻译实证研究一直面临着变量控制与生态效度之间

的矛盾：一方面，研究者不得不遵循特定的实验范式要求，将翻译视为一种普遍

的、脱离语境的操作进程，通过操控认知微观层面上的变量对翻译过程进行描述

（Jääskeläinen 2011； Risku & Windhager 2013）；另一方面，这种研究模式的信度

和效度一直面临着来自翻译教师和职业翻译等一线从业者的质疑。例如，实验

任务与真实翻译任务相差甚远，部分受试没有翻译从业经历等（Gile 2015）。得

益于情境认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将职业译员、真实的翻译任务等作为考察对

象，尽可能回避对翻译过程的操控，最大程度保障了研究的生态效度。翻译技术

工具、译者身份背景和情绪变化等传统模式下需被严格控制甚至排除的无关变

量如今已成为翻译过程研究进一步发展的突破口。

第三，情境认知为思考翻译过程研究中的关键议题，包括翻译能力、翻译认

知和翻译专长提供了全新角度。以专长研究为例，翻译专长一直是翻译过程

研究的核心内容之一。翻译过程研究者通常使用专家 - 新手对比范式（expert-
novie paradigm），即比较职业 / 专家译员和新手 / 学生译员在翻译过程中的

行为和翻译产品。但不少研究发现，“专家”的表现并不总是优于“新手”，

Jääskeläinen（2011）呼吁，要重新审视对翻译专长的定义和专家 - 新手的区别。

在网络信息化时代，“专家”与“新手”间的界限已日益模糊：大量未接受系统

训练的非职业译员开始涉足翻译（Pérez-González & Susam-Saraeva 2012），例如

由影迷志愿者组建的影视剧翻译团队已成为向本地观众传播海外影片的主要力

量，他们往往愿意投入比职业译员更多的精力，因此在特定领域的翻译质量也要

优于职业翻译（Jääskeläinen 2016）；依托社交网络平台的云翻译市场也在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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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形，雇主可通过社交媒体招募译者团队（Garcia 2015），这种有偿的众包翻译

模式可以有效降低翻译成本提高翻译效率。在这一背景下，专业与非专业译者

间的界限将逐渐模糊。

然而，这里必须指出，需辩证地看待情境认知对翻译过程研究的影响，而非

全盘接收情境认知倡导的一切理念和方法。首先，考察翻译过程与具体情境的

关联就必须正视不同社会文化环境的差异以及不同环境下的个体差异。在某

个特定情境下展开的研究是否具备普遍性，其结果是否适用于其他受试群体和

环境仍无定论，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结果的效度。其次，情境视角下部分研

究对质性范式的高度依赖可能会影响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例如，翻译过程

中哪些细节需要被记录和分析往往由研究者自行决定，而其决策难免受到主观

因素例如自身背景或思维习惯的影响。此外，部分研究对翻译过程事无巨细的

还原可能会模糊研究焦点，并无助于解决实质问题。最后，传统的认知科学视角

和情境视角下的翻译过程研究均面临着理论基础的不足，在研究的假说构建甚

至结果阐释中都出现了理论模型的缺位（Muñoz Martín 2017）。不少学者指出，

只有借助强大的理论依托，才能对翻译过程中的大量数据进行深度整合，使其

融入翻译认知的知识体系， 而不是零散的、浮于表面的数据呈现（如 Shreve & 
Angelone 2010； Muñoz Martín 2017）。

最后，虽然情境认知视角下的翻译过程研究尚存诸多局限，但其对翻译过

程研究的推动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情境认知将翻译过程研究从严格的实验范

式中解放出来，为后续研究创造了更多可能性，有助于提高翻译的主体性和学

科地位。翻译过程研究具有很强的跨学科特征，在发展初期受到认知科学的

深远影响，大量借鉴了认知学科的理论、模型和方法论（Alves 2015） 。然而，

鉴于前文提及的变量控制与生态效度之间的矛盾，翻译过程实证研究始终难

以获得“上游”学科的认可。Gile （2015） 曾指出，部分强势学科如心理学对新

兴学科或多或少持否定和质疑态度。过度依赖认知学科领域的实验室研究路

径，可能会“使翻译成为其他学科的附庸，做其他学科的点缀”（傅敬民 2016：

18），最终让翻译研究“丧失它关怀翻译自身现实的初衷”（同上）。强调翻译

过程中的情境认知，有助于逐步建立既能突出翻译特质又能兼容并蓄跨学科

交流的新型翻译过程研究模式。

5. 结语

情境认知强调了认知活动的具境性、具身性和延伸性，对扩大翻译过程的外

延，充实翻译过程研究的视角和研究范式的突破有着重要作用。越来越多的学

者开始探索翻译过程与真实情境的互动关系，一些曾经被排除在主流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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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的因素已进入研究视野。但这种情境认知的趋势并不应等同于否定经典认

知科学实验范式在翻译过程研究中的必要性。Shreve & Diamond （2016） 介绍

了 Marr （1982） 提出的信息加工三大层次：物理层、算法 / 表征层和计算层，并

指出目前的翻译过程研究还需在最基本层面，即物理层面进一步深入，探索翻译

过程中的神经加工机制。就翻译过程研究而言，情境视角与最基础层面的心理

生理机制研究并不冲突，不同关注点和范式的研究并行发展不仅符合认知科学

的发展轨迹，也符合翻译过程研究和翻译学科的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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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ximate inversion as focalization in Russian (p.900)
LI Xuping & Kateryna POSATSKA (Dept. of Chines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58, China)

In Russian, we can manipulate the word order of a numeral and a noun or of a numeral and a 
classifier to express approximate quantity. ‘Noun+numeral’ and ‘classifier+numeral’ are the often 
used expressions of approximate inversion. Against the modality analysis (Zaroukian 2012) and 
the topicalization proposal (Matushansky 2013), we propose that approximate inversion is a kind 
of focalization. According to Alternative Semantics, we suggest that the approximation is a sort of 
alternative set of numerals, as triggered by the focused element. 

Evaluative adverbs and background proposition—The syntax and semantics of Chinese 
pianpian (p.914)
SHI Dingxu (National Key Research Center for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uangzhou 510420, China)

ZHOU Mi & YAO Yao (Dept. of Chinese and Bilingual Studi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ung Hom, 

Kowloon, Hong Kong)

This paper is a corpus-based study on the distribution and function of Chinese pianpian, which 
is a speaker-oriented evaluative adverb and functions as a high predicate of a clause. It occurs before 
the negative element, event modals, and temporal, locative and degree adverbials. The speaker uses 
it to indicate the contrast between some background proposition and the proposition of the clause 
in which it occurs. Its core function is to suggest the speaker’s surprise about the contrast and this 
function should be somehow made clear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Xuan Zang’s perception of grammar in the translation of the Vajracchedikā  Sū tra (p.927)
WANG Jiho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Comparing the Sanskrit and Chinese texts of Vajracchedikā  Sū tra, we can inquiry into the 
grammatical conception of Xuan Zang. When translating polysemous words, he tended to strictly 
distinguish notional words from function words, and most function words were transliterations. He 
also drew a clear demarcation between aspect and modality. Dang (当) is not only used to express 
modality, but also a future tense marker. Ying (应) is merely a modal marker. From his translation 
of Sanskrit vocative, we can infer how Xuan Zang conceived the grammar of Chinese sentence 
constituents and their semantic functions.

Translation processes see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tuated cognition (p.939)
MA Xingcheng (Dept. of Chinese and Bilingual Studie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Hung Hom, 

Kowloon, Hong Kong)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TPR) has been inspired by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methodologies originally developed in cognitive sciences. Working under their methodologies, 
researchers have deepen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black box” during translation process. 
However, this line of research has been subjected to doubts and criticisms due to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ecological validity and de-contextualization. In view of these limitations, some scholars 
call for emphasis on the situatedness of translation by shifting the focus from the mental processes to 
all factors constituting the translation environment. Focusing on situated cognition, the author calls 
for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multifaceted feature of cognition and introduces major translation 
process research metho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tuated cognition. This new concept opens up fresh 
possibilities for TPR and helps enhance the status of translation studies. 


